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第 ２４ 卷第 ５ 期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 ２０２２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５

国家公园原住居民的生态阈值及其守护作用
———自然－文化双资源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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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国家公园的原住居民是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双重守护者，但同时也会对自然

生态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留下守护者的生态足迹，因此需要确定国家公园生态承载力约

束下的原住居民的生态阈值。 首先，从自然和文化双重守护的视域研究国家公园容纳原

住居民的现状与机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实际问题和科学问题。 其次，根据生态足迹理论，
分别建立国家公园生态承载力、原住居民生态足迹和生态阈值的分析框架与测算模型。
再次，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上述测算方法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 最后，根据超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国家公园自然与文化双重保护的超循环模型，揭示

对原住居民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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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１８７２ 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设立以来，建立国家公园已成为人类保护自然的通行做法。 国家

公园的建设是为了缓解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压力，它具有公益性、国家主导性和

科学的特点。 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同时其中的本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

明资源也是十分珍贵的，同样需要得到精心呵护。 为了保护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需要限制人类的

活动，部分原住居民需要搬迁［１］。 但同时，在国家公园的非核心区内还应当保留一定数量的原住居

民，因为他们是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最佳守护者。 当然，守护者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些的负面

影响，留下一些生态足迹。 那么在国家公园生态承载力的约束下，原住居民的生态阈值究竟有多大？
留守人数的上限是多少？ 这些都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值得深入探讨的科学问题。

一、文献回顾

原住居民是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对象［２］，探讨如何协调国家公园内部及周边居

民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 一百四十多年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表明，原住居民可以与

国家公园和谐共存，社区的参与和支持对国家公园的建设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３］，英国、美国等国已

形成较为成熟的社区参与管理模式［４－５］。 在这一领域，国内外相关研究已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成

果，例如国家公园建设对原住居民的影响［６］、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的认知与态度［７］、国家公园建设中

的利益分配和生态补偿［８］、生态移民政策的制定［９］、国家公园中土地权属问题［１０］、国家公园管理模

式［１１］等。 这些研究发现，国家公园的管理限制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但是会造成多利益主体间的权

力不对称，为解决这种冲突需要对国家公园管理制度进行变革［２］；原住居民生态搬迁工程难以实施

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原居住地的留恋和对原有生活方式的依赖等，因此需要灵活考虑原住居民的土

地权利［１０］；有些原住居民不支持国家公园保护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损失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
因此为了对国家公园进行可持续管理和保护，应保留原住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并为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国家公园建设想要实行多元协调的社区



参与和共管机制；国家公园应对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行合理利用，要探索国家公园可持续生态旅

游的可能性。
这些研究成果给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撑。 但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

分析后可以看到，现有成果仍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１）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何采

取移民和监管等措施来降低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以及如何降低或补偿国家公

园建设给原住居民带来的负向影响，却没有考虑国家公园和原住居民之间的正向相互作用；（２）忽视

了原住居民对保护和传承国家公园内悠久的历史遗迹和灿烂的民族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３）尚未

研究如何测定原住居民的生态阈值，以及国家公园容纳原住居民后，如何化解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之间的矛盾。 这些正是本文需要探索的问题。

二、原住居民在自然和文化守护中的问题与机理分析

（一）现状分析与实际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已有东北虎豹、祁连山、大熊猫、三江源、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神农架、普达措、钱江源

和南山等 １０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涉及 １２ 个省份。 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评估验收，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中国第一批 ５ 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它们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 几乎每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内都有着大量的原住居民，例如大熊

猫国家公园内常住人口就有 １２ １ 万，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现有户籍总人口超过 ９ ０ 万，三江源国家公园

内共有人口 ６ ４ 万，牧户 １６６２１ 户。 这些原住居民包含多种民族，譬如祁连山国家公园内有汉族、回族、
土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等，其中蕴藏着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资源。 对于大多数的

原住居民，试点区都会采取生态移民搬迁或相对集中居住等措施，并对搬迁居民支付相应的生态补偿

费用，同时也会建立一系列的社区参与国家公园管理的制度。 例如云南从 ２００８ 年起每年用于社区补偿

和项目扶持的资金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三江源试点区超过 １ ７ 万名牧民转任公园管护员，武夷山试点区实

行资源特许经营制度引导园区居民创业，已创造就业岗位 １２００ 多个。
武夷山国家公园位于福建省南平市，总面积１００１４１ｈｍ２，在自然资源方面，公园内分布有山地、河

流、森林、湿地、草地、农田等生态系统，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结构和生态过程［１２］。 其中有２１０７０ｈｍ２原

生性森林植被未受到人为破坏，是中国亚热带东部地区森林植被保存最完好的区域。 在自然资源的

滋养下，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演进，武夷山形成了“古闽族”和“闽越族”文化、朱子理学文化、儒释道三

派宗教文化、茶文化等丰富和厚重的文化资源。 武夷山原住居民种茶、做茶、卖茶、斗茶代代相传，古
老而富有特色的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传承至今，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武夷山国家

公园内共有 ２８ 个自然村、７３９ 户和 ３３５２ 人，超过 ８０％原住居民经营茶产业，茶叶对家庭收入的贡献

率超过 ６０％，其次是毛竹产业的收入。 在原住居民方面，按照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规划，位于核心保

护区内的大洲村牛栏坑村民小组共 １１ 户 ４９ 人已全部迁出到园外，位于一般控制区内的居民也尽量

减少人数，部分鼓励迁出国家公园，其余被引导聚居于一般利用区内。 以后，公园内及周边２ｋｍ范围

内的社区将划分为三类：以生态旅游为主要发展方向的观光体验型社区；开展商贸活动并设置旅游

服务设施（如餐饮、住宿）为国家公园提供服务的综合服务型社区；发展小型生态经济模式的资源利

用型社区。
经过对中国国家公园试点区进行调研和分析可知，目前园内原住居民的管理还存在以下一些问

题需要引起重视。
１ 园内社区经济以资源消耗型为主，生态与经济互利共生的超循环经济尚未形成。 各国家公园

试点区内一般都居住着人数较多的原住居民，他们大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收入水平总体偏低，产
业经济高度依赖当地的自然环境［１３］。 由于这些产业不符合自然资源保护要求，因此都要被限制发

展或逐渐取缔，导致原住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困难。 而相关的生态补偿机制仍以“输血”为主，
“造血”机制尚未形成。 “授之以鱼”的做法不仅使政府每年的财政支出压力较大，而且也难以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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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社区居民的长远生计。 如何利用原住居民对可再生资源进行培育和维护，形成自然资源与经济

收入双增长超循环经济［１４］，还有待探索。
２ 原住居民仍然是管理的对象，社区参与公园管理的机制尚未形成。 目前仅有少部分原住居民

参加了当地林业部门和保护地管理部门等组织的自然资源管护活动，在国家公园的生态公益岗位、
社区劳务服务、特许经营等方面的参与度总体较低。 原住居民难以通过参与管理和服务而获得相应

的物质和精神激励，因此积极性不高。
３ 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仅限于自然资源保护，原住居民传承文化资源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 随着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有些地区原住居民锐减，而且留守人员的衣食住行等习惯也趋于现

代化。 多数老街已演变为销售土特产的商业街，晚上无人居住，因此难以传承历史文化资源。 比如

武夷山内现代产茶工序逐渐替代了手工制茶，海南热带雨林仅保留了一些黎族、苗族村寨样板作为

少数民族文化展示地，而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开始慢慢消失。 原住居民作为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的

传承者和守护者的作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４ 搬迁仍是解决原住居民对生态影响的主要手段，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协调的理念尚未形

成。 一方面，失去了原住居民就失去了本土文化延续的活的载体和土壤，同时也会失去了保护自然

环境的一股重要有生力量；另一方面，这些自然和文化的守护者又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

响。 如何解决这对矛盾，目前做法只是简单地实行生态移民政策，没有考虑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措施，
没有对原住居民和游客生态足迹进行测度和监控，难以实现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的协调发展。

（二）机理分析与科学问题的提出

国家公园的原住居民广义上包括园区内的原住民、住在园区内或周边的管理人员和相关产业职

工等，狭义上仅指世代生活在该地区的原住民［１５］。 本文研究的原住居民是长期生活在国家公园边

界内的自然村落或行政村居民。 国家公园在非核心保护区容纳一定数量的原住居民有利也有弊，如
果管理得当可以实现利大于弊。

从有利的方面看，原住居民是国家公园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最佳守护者。 首先，原住居民熟

悉园内的生态规律，有助于保护自然生态。 长期居住于国家公园的原住居民熟悉该地区的动植物生

长规律、气候变化、地理水文特征等情况，具有本土智慧。 而且人也属于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自然

环境通常与人类活动有着复杂的交互关系，完全终止人类活动也会影响到环境能力［１６］。 在政府有

效的引导和奖励机制下，大多数原住居民是愿意参与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的［１７］。 一方面，他
们热爱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工作也可以增加收入，弥补因国家公园建设而受到

损失的原有的资源依赖型生计。 其次，原住居民是当地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是生生不息的

活的载体。 中国绝大部分资源丰富的地区，都分布着多种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少数民族的生活与当

地的自然环境结合紧密，和谐共生，体现出浓厚和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９］。 这些历史文化资源需要

原住居民以活生生的形态世代延续和传承。
从不利的方面看，原住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也有负面的作用。 原住居民的传

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往往会过度利用甚至完全依赖国家公园内丰富的自然资源。 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会造成水源污染和环境破坏，威胁野生动植物种群的存续，破坏生物多样性等。 但是，如果国家公园

内的原住居民实行全部生态搬迁，不仅耗时长、成本高，而且还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患。 例如，搬迁后

的产业转型困难，工作岗位难以满足庞大的失业人群，使得原住居民贫穷加剧；可能引发偷采偷猎等

违法行为，不利于生态保护；支付每年巨额的生态补偿费与补助款，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加大；搬离世

代生活的居住地，会引发本土文化的失传。
为了趋利避害，公园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需要限制原住居民的人数，划定居住区域，收回耕地，

恢复生态公益林［１８］，并规范其生产和生活行为［１９］。 对于由此而造成的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除了给

予他们适当的经济补偿外，还需要提供与自然和文化保护相关的就业机会，参与旅游业开发等［２０］。
其中，要测算原住居民人数的上限，就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测算原住居民居住和活动范围内的生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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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原住居民的生态足迹和生态阈值、游客生态足迹等。
在生态足迹理论中［２１］，生态足迹（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ＥＦ）也称生态占用或生态足迹需求，是指一

定数量的人群按照某种生活方式需要占用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含水域）的面积（简称生物生产面

积），这一面积一方面用于人类消费自然系统提供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用于吸纳消费过程所

产生的废弃物。 与生态足迹（需求）对应的，是一定数量的人群在其活动区域内，自然生态系统所能

提供的生物生产面积，该面积称为生态承载力（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或生态足迹供给。 当国家公园中

原住居民活动区域内的生态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时，其差值就是生态盈余，反之就是出现生态赤字。
在本文中，所谓生态阈值（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是指在国家公园原住居民活动区域的生态承载力约束

下，原住居民生态足迹的上限值。 在规范的生态行为下，由原住居民生态阈值可以推算出原住居民

的人数上限。 这些变量测算方法的研究，对于国家公园原住居民的管理，以及国家公园自然资源和

文化资源的双重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应用意义。

三、分析框架与测算方法

（一）分析框架

根据以上分析，容纳原住居民对国家公园的建设与发展，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保护具有积极

作用，但是原住居民的人数必须受到限制。 本文基于生态足迹法，提出测算国家公园内原住居民生

态足迹、生态阈值和人数上限的方法，其分析框架和基本原理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国家公园原住居民生态足迹和阈值的分析框架

我们把所研究的国家公园非核心保护区中允许原住居民居住和活动的区域简称为“研究区域”。
图 １ 中，根据生态足迹分析法将研究区域的土地分为耕地、牧草地、林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和建筑

用地六大类型，各类土地能够产生供原住居民使用和经营的各类消费资源，由此可以测算出原住居

民的生态足迹。 同时，各类土地能够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等活动的游憩资源，由此可以测

算出游客的生态足迹。 两类足迹合成为研究区域内人类活动的生态足迹。
从研究区域各类土地的数据可以测算出毛生态承载力，从中扣除为维护生物多样性而预留的各

类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与繁育所需要的生物生产面积，就得到了生态承载力。 用生态承载力减去生态

足迹后就能得到生态盈亏值，即生态盈余或生态赤字。 通过调整原住居民和游客的人数就可以使生

态盈亏为 ０，这时的生态足迹就是在生态承载力约束下的生态足迹上限值。 该数值减去游客生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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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后就得到了原住居民的生态阈值，由此就可以推算出原住居民的人数上限值。 在国家公园的管理

中，就需要保证原住居民在规定区域内的人数低于该上限值，同时要规范其生产经营和生活行为。
（二）国家公园生态承载力测算方法

根据生态足迹理论，一个区域的生态承载力等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能为其中全部居民提供的所

有消费资源生产和废弃物消纳的生态容量的总和，并以生物生产面积为单位进行量化［２２］。 为了减

小图 １ 中不同类型土地的生产力差异所造成的误差，应对每类土地赋予相应的权重，即均衡因子。
同时，由于同类土地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生产力存在差异，故引入产量因子（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

类型土地的生产力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另外如上所述，毛生态承载力中需扣

除一定数量的生物生产面积以保护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为此引入生物多样性预留系数。 根据世界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生物多样性预留系数为 １２ ０％［２２］，由于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要求更高，
故本文按 １３ ４％来扣除预留的生物生产面积。

因此，国家公园研究区域的生态承载力测算模型如下：

Ｃ ＝ （１ － α）ＣＴ ＝ （１ － α）∑ ６

ｉ ＝ １
ｃＴｉ ＝ （１ － α）∑ ６

ｉ ＝ １
（ ｒｉ·ｙｉ·Ａｉ） （１）

式（１）中，Ｃ 和 ＣＴ分别为研究区域的生态承载力和毛生态承载力（ｈｍ２）；下标 ｉ ＝ １， ２， …， ６ 为

研究区域内生物生产性土地的类型；ｃＴｉ为第 ｉ 类土地的毛生态承载力；Ａｉ为第 ｉ 类土地的面积；ｒｉ和 ｙｉ

分别为第 ｉ 类土地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α 为生物多样性预留系数，本文取 α＝ ０ １３４。
（三）原住居民生态足迹测算方法

国家公园研究区域内除了原住居民外，还有游客、管理人员和科考人员等。 国家公园内的管理

人员人数相对较少，且部分管理工作由当地原住居民承担。 另外，科考人员人数少、流动性强，且大

多在核心保护区内活动。 因此，这两类人群在计算人类生态足迹时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游客，虽然

人数较多，但是流动性比较强，其计算方法不同于原住居民生态足迹的测算方法，我们将在测算原住

居民生态阈值时再加以考虑。 因此，这里仅研究原住居民生态足迹的测算方法。
根据生态足迹理论，一个区域内的居民生态足迹等于该区域内全部居民消费各类资源合并排放

各种废弃物所需要的资源生产和废弃物消纳的生物生产面积的总和［２１］。 由此可以建立国家公园研

究区域内的原住居民的生态足迹测算模型：

ｆ ＝ ｐ·ｆｐ ＝ ｐ∑ ６

ｉ ＝ １
ｒｉ∑ ｎｉ

ｊ ＝ １
Ｄｉｊ ＝ ｐ∑ ６

ｉ ＝ １
ｒｉ∑ ｎｉ

ｊ ＝ １
（Ｃ ｉｊ ／ Ｙｉｊ） （２）

式（２）中 ｆ 为研究区域内原住居民的生态足迹（ｈｍ２）；ｆｐ为研究区域内原住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

（ｈｍ２）；ｐ 为研究区域内原住居民的人数；下标 ｉ＝ １， ２， …， ６ 为研究区域内生物生产性土地的类型；
ｒｉ为第 ｉ 类土地的均衡因子；下标 ｊ＝ １， ２， …， ｎ 为消费资源的类型；Ｄｉ ｊ为第 ｉ 类土地中第 ｊ 类消费资

源生产和废弃物消纳所需要的人均生物生产面积（ｈｍ２）；Ｃ ｉｊ为第 ｉ 类土地中第 ｊ 种资源的人均年消

费量（各类生物资源的单位均换算成 ｋｇ；各类能源均换算成 ＧＪ）；Ｙｉｊ为第 ｉ 类土地中第 ｊ 种资源的单

位面积年产量（各类生物资源的单位是ｋｇ ／ ｈｍ２；各类能源的单位是 ＧＪ ／ ｈｍ２），这里的面积是指资源生

产和废弃物消纳所需要的生物生产面积。
（四）原住居民生态阈值测算方法

由图 １ 所示的生态阈值测算原理可知，国家公园研究区域内原住居民生态阈值应等于生态足迹

上限值（即正好等于生态承载力的生态足迹值）减去游客的生态足迹。 由于游客人数和游玩路线等

都是动态的，精确地计算其生态足迹是很困难的。 严格来说，计算游客的生态足迹需要对研究区域

内所有滞留游客的旅游活动进行划分，然后计算出每类活动所需的生物生产面积，最后进行加

总［２３］。 为此需要获取游客的交通工具属性、旅行线路和距离、平均游玩时间、停车场使用率、废弃物

产生量、区域内游客平均滞留人数等数据，还需要国家公园的餐馆面积、交通设施面积、旅游购物等

服务设施面积等数据。 由于中国国家公园尚处于规划建设中，各类设施还未建成并投入使用，各种

基础数据匮乏，因此无法通过上述方法测算游客的人均生态足迹和总生态足迹。 为克服这一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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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鉴相关文献的处理办法，以地区（如省域）人均生态足迹作为参照，通过国家公园年旅游收入

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来推算游客的人均生态足迹［２４］。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国家公园在研究区域内原住居民生态阈值的测算模型：

Ｆ ＝ ｐＨ·ｆｐ ＝ Ｃ － ｖ·ｆｖ ＝ Ｃ － ｖ·ｗ·ｆＤ ＝ Ｃ －
Ａｔ

Ａｒ
·

Ｖｙ

３６５
·ｗ·ｆＤ （３）

式（３）中 Ｆ 为国家公园在研究区域内原住居民的生态阈值（ｈｍ２）；ｐＨ为使研究区域生态盈亏值

达到 ０ 的原住居民人数上限值（人）；ｆｐ为研究区域内原住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ｈｍ２）；Ｃ 为研究区域

的生态承载力（ｈｍ２）；ｖ 为研究区域内的游客平均滞留人数（人）；ｆｖ为国家公园游客人均生态足迹

（ｈｍ２）；ｗ 为地区旅游业的经济贡献率，即年地区旅游收入对年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ｆＤ为地区人

均生态足迹；Ａｔ ／ Ａｒ为游客区域分布系数；Ａｒ和 Ａｔ分别为非核心保护区的可旅游区域（如一般控制区）
和原住居民活动的研究区域（小于可旅游区域）的面积（ｈｍ２）；Ｖｙ ／ ３６５ 为国家公园可旅游区域的游客

平均滞留人数（人），以平均日游客人数为近似的替代值；Ｖｙ为国家公园的年游客人数（人 ／年）。

四、应用研究：以武夷山为例

（一）研究区域划定与数据来源

中国国家公园实行分区差别化管控，按照生态保护等级将园区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
核心保护区内原则上除经严格管控的科考活动外禁止人类的任何其他活动，游客不得进入，原住居

民需全部迁出；一般控制区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类活动，可适当开展旅游活动，原住居民根据实际

情况实施搬迁或集中居住［２５］。 武夷山国家公园在此管控等级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划分了管控功能

区：核心保护区的特别保护区（简称核心特护区）、核心保护区的严格控制区（简称核心严控区）、核
心保护区的生态修复区（简称核心修复区）、一般控制区的严格控制区（简称一般严控区）、一般控制

区的生态修复区（简称一般修复区）、一般控制区的传统利用区（简称一般利用区）。 武夷山国家公

园各管控等级区和管控功能区的面积和对各类活动的管控要求等如表 １ 所示。 科考活动可在任何

区域内进行，但是在核心特护区的审批和活动限制最为严格，在核心严控区比较严格；教学等活动可

以在一般控制区进行；人为的生态修复可在核心修复区及以外区域进行，但是生态修复工程的建设

只能在一般修复区及以外区域进行；核心保护区不允许游客和其他访客进入，一般控制区可进行生

态旅游活动，但一般严控区和一般修复区对旅游活动和旅游设施建设都有较强的限制，而一般利用

区也需要限定旅游活动线路；生产经营活动只能在一般控制区内进行，但在一般严控区和一般修复

区的限制较强；一般严控区内不允许有生产、生活、管理、服务等设施的建设，而一般修复区的建设也

要受到较多限制，原住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被限制在一般利用区内。 因此，本文的研究区域，即原住居

民居住和活动区域，是一般利用区，其面积为１２０３３ｈｍ２，占武夷山国家公园总面积的１２ ０２％。

表 １　 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管控区划

管控
等级区

管控功能区
面积
（ｈｍ２）

比例
（％）

对各类活动的管控要求

科考 教学
生态
修复

修复工
程建设

生态
旅游

旅游设
施建设

生产
经营

生产、生活
等设施建设

核心保护区 核心特护区 ４１８１４ ４１ ７５ √强限 × × × × × × ×
核心严控区 １０２９ １ ０３ √限制 × × × × × × ×
核心修复区 ７７３３ ７ ７２ √ × √ × × × × ×

小计 ５０５７６ ５０ ５０ — — — — — — — —
一般控制区 一般严控区 ８８１２ ８ ８０ √ √极少 √ × √低干扰 √极少 √极少 ×

一般修复区 ２８７２０ ２８ ６８ √ √少量 √ √ √限制强度 √少量 √少量 √少量
一般利用区 １２０３３ １２ ０２ √ √ √ √ √限定线路 √ √ √含住宅

小计 ４９５６５ ４９ ５０ — — — — — — — —
合计 — １００１４１ １００ ００
注：表中数据和信息由作者根据《武夷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和相关文献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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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的管控区划是按照保护强度从严到松的顺序排列的，但由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地形地貌构

成、自然生物分布和人类活动演变等都十分复杂，因此在实际的空间分布上这些管控区并不呈现严

格的圈层结构，而是由多个不规则的小圈层构成的交错结构。 也就是说，表 １ 中各面积数据并不是

集中区域的面积，而是由多处分散的同类区域面积累加而成的。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以下资料：国家林业局昆明勘探设计院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制定的《武夷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５）》、《南平统计年鉴（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福
建统计年鉴（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全球生态足迹网（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
公布的数据库和相关文献资料等。 各类数据的具体来源在下面相应的测算部分再分别进行针对性

说明。
（二）国家公园生态承载力测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式（１），要测算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承载力，首先需要获取各类土地的面积 Ａｉ。 由于一般利

用区在园内是分散分布的，难以对各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进行整体测算。 为此，根据《武夷山国家

公园总体规划》“附表 １ 武夷山国家公园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中一般利用区内各行政村的土地利

用数据，进行逐项累加，可获得所需要的面积数据 Ａｉ（表 ２）。 这些行政村分别是：武夷山市的黄柏

村、天心村、程墩村、红星村、桐木村、星村村和南源岭村，光泽县的大洲村，建阳区的坳头村和桂林

村。 其中，各村的特殊用地与其他土地（见表 ２ 中的其他面积 ９９ ９７ ｈｍ２）由于没有生物生产功能或

生物生产功能较弱，因此不纳入生态承载力的测算［２６］。 其次，式（２）中的均衡因子 ｒｉ与产量因子 ｙｉ

的取值参照全球生态足迹网（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ｂｏｏｋ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中的数据［２７］。 这样，可以测算出武夷山国家公园一般利

用区的毛生态承载力 ｃＴｉ和 ＣＴ数值。 另外如前所述，生物多样性预留系数 α 取 ０ １３４。 由此，可以计

算出武夷山国家公园一般利用区的生态承载力 Ｃ 的数值。

表 ２　 武夷山国家公园一般利用区生态承载力测算结果

土地类型 面积 Ａｉ（ｈｍ２） 均衡因子 ｒｉ 产量因子 ｙｉ 毛生态承载力 ｃＴｉ（ｈｍ２）
耕地 ２９ ４１ ２ ５２ １ ２８ ９４ ８６

牧草地 ５４ ９２ ０ ４６ １ ９３ ４８ ７６
林地 １１７３３ ５５ １ ２９ ２ ５５ ３８５９７ ５１
水域 ８２ ７１ ０ ３７ １ ００ ３０ ６０

化石能源用地 ０ ００ １ ２９ — ０ ００
建筑用地 ３２ ４４ ２ ５２ １ ２８ １０４ ６４

其他 ９９ ９７ — — ０ ００
合计 １２０３３ ００ — — ＣＴ ＝ ３８８７６ ３７ （Ｃ＝ ３３６６６ ９４）

　 　 由表 ２ 可见，武夷山国家公园一般利用区中林地的毛生态承载力最大，为 ３８５９７ ５１ｈｍ２，占有 ９９ ２８％
的绝对优势。 这说明森林在武夷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需要重点保护。

（三）原住居民人均生态足迹测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式（２），要测算原住居民人均生态足迹，首先需要获取各类土地中各类消费资源的原住居民

人均年消费量 Ｃ ｉｊ，包括各项生物资源消费量（含原住居民的自用量和对外销售量）和能源消费量。
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获取性，一般利用区原住居民生物资源的自用年消费量可参照福建省农村居民

的平均水平，能源年消费量可参照福建省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水平。 这些数据来源于《福建统计年鉴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即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的统计数据。 另外，茶叶和毛竹主要用于对外销售，其人均生

产经营量可用南平市从事相关产业的人均产量替代，数据来源为《南平统计年鉴（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以上消费量数据虽然每年有所波动，但总体上比较平稳。 综合来看，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处于较高的水平，
故以该年的消费量数据作为生态足迹的测算依据。 其次，式（２）中的各类土地上各类消费资源的单

位面积年产量 Ｙｉｊ也缺乏当地的实际数据，这里取世界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作为近似替代值，数据来源

于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公开发布的相关数据库。 其中，单位面积上生物资源年产量的单位是 ｋ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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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２，能源年产量单位是 ＧＪ ／ ｈｍ２。 因此有些资源的人均年消费量 Ｃ ｉｊ需要进行单位换算。 各项换算系

数参照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推算而得。 另外，式（２）中的均衡因子 ｒｉ的取值

同表 ２。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测算出武夷山国家公园一般利用区原住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见表 ３。 汇总

后的人均生态足迹为４ ２６１４ｈｍ２。 表 ３ 中茶叶和毛竹是武夷山大部分原住居民种植的主要经济作

物，是他们主要的生计来源，同时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较大，在生态足迹中所占比重也较大。 茶叶和

毛竹资源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分别是 ０ ４０９６ｈｍ２ 和 ２ ９５２４ｈｍ２，两者之和为 ３ ３６２０ｈｍ２，占生物资源

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 ４ ２１８４ｈｍ２ 的 ７９ ８％，占生物资源和能源全部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 ４ ２６１４ｈｍ２

的 ７８ ９％（其中毛竹占 ６９ ３％，茶叶占 ９ ６％）。 这与当地原住居民生产和生活高度依赖自然环境、
生态保护和社区经济发展矛盾较为突出的现实状况相符。 同时我们看到，要降低原住居民的生态足

迹主要应从改变传统的自然资源消耗型经济模式入手，尤其要降低毛竹的生产经营量。 而茶叶生产

经营的生态足迹相对较低，而且有利于传承和保护武夷山的茶文化。

表 ３　 武夷山国家公园原住居民人均生态足迹测算结果

土地类型 ｉ
均衡因子

ｒｉ
消费资源
类型 ｊ

人均年
消费量 Ｃｉｊ

换算系数
单位面积
年产量 Ｙｉｊ

人均生态
足迹 ｆｐ（ｈｍ２）

耕地 ２ ５２ 粮食类 １６４ １０ ｋｇ — ２７４４ ０ｋｇ ／ ｈｍ２ ０ １５０７
油脂类 ９ ８７ ｋｇ — １８５６ ０ｋｇ ／ ｈｍ２ ０ ０１３４

蔬菜及菜制品 ９８ １４ ｋｇ — １８０００ ０ｋｇ ／ ｈｍ２ ０ ０１３７
茶叶∗ ９２ ００ ｋｇ — ５６６ ０ ｋｇ ／ ｈｍ２ ０ ４０９６

牧草地 ０ ４６ 肉类 ３４ ８２ ｋｇ — ７４ ０ｋｇ ／ ｈｍ２ ０ ２１６４
禽类 １２ ７９ ｋｇ — ３３ ０ｋｇ ／ ｈｍ２ ０ １７８３

蛋类及蛋制品 ８ ４１ ｋｇ — ４００ ０ｋｇ ／ ｈｍ２ ０ ００９７
奶和奶制品 ７ ４９ ｋｇ — ５０２ ０ｋｇ ／ ｈｍ２ ０ ００６９

林地 １ ２９ 干鲜瓜果类 ３９ ４９ ｋｇ — １８０００ ０ｋｇ ／ ｈｍ２ ０ ００２８
毛竹∗ ３０８ ６５ 万根 ２６ ｋｇ ／ 万根 ３５０６ ４ ｋｇ ／ ｈｍ２ ２ ９５２４

水域 ０ ３７ 水产品类 ２０ ７３ ｋｇ — ２９ ０ｋｇ ／ ｈｍ２ ０ ２６４５
化石能源用地 １ ２９ 煤炭 ５ ８６ ｋｇ ０ ０２０９３ ＧＪ ／ ｋｇ ５５ ０ ＧＪ ／ ｈｍ２ ０ ００２９

汽油 ２７ ５６ ｋｇ ０ ０４３１２ ＧＪ ／ ｋｇ ９３ ０ ＧＪ ／ ｈｍ２ ０ ０１６５
液化石油气 １１ ９７ ｋｇ ０ ０５０２０ ＧＪ ／ ｋｇ ７１ ０ ＧＪ ／ ｈｍ２ ０ ０１０９

天然气 ５ ２５ ｍ３ ０ ０３４００ ＧＪ ／ ｍ３ ９３ ０ ＧＪ ／ ｈｍ２ ０ ００２５
建筑用地 ２ ５２ 电力 １１１９ ８９ ｋＷｈ ０ ００３６０ ＧＪ ／ ｋＷｈ １０００ ０ ＧＪ ／ ｈｍ２ ０ ０１０２

总计 — — — — — ４ ２６１４
注：打∗号的消费资源为对外销售的资源，其余的为原住居民自己使用的资源

　 　 （四）原住居民生态阈值测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式（３），要测算原住居民生态阈值和人数上限，需要求取地区旅游业的经济贡献率 ｗ 和地

区人均生态足迹 ｆＤ。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前者由南平市的旅游总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算

得，后者用福建省常住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代替，数据来自于《南平统计年鉴》和《福建统计年鉴》。
为和以上数据的时间保持一致，仍以 ２０１８ 年数据为准。 由此得：地区旅游业的经济贡献率 ｗ ＝
０ ４４０８；地区人均生态足迹 ｆＤ ＝ ０ ８８８２ｈｍ２；国家公园游客人均生态足迹 ｆｖ ＝ ０ ３９１５ｈｍ２。 此外，通过

以上测算，式（３）中的其他变量值分别为：武夷山国家公园一般利用区的生态承载力 Ｃ ＝ ３３６６６ ９４
ｈｍ２（见表 ２）；原住居民人均生态足迹 ｆｐ ＝ ４ ２６１４ｈｍ２；一般控制区面积 Ａｒ ＝ ４９５６５ｈｍ２，一般利用区面

积 Ａｔ ＝ １２０３３ｈｍ２（表 １）。
由式（３）可见，武夷山国家公园一般利用区内原住居民生态阈值是公园年平均游客人数的函数。

如果游客人数增加，生态阈值就会被压缩，原住居民人数的上限就必须减小。 而游客人数既受旅游

市场需求决定，也是国家公园管理者可以控制的变量。 根据“大武夷新闻网”提供的数据，武夷山

２０１８ 年的游客人数为 １５１４ ６９ 万人次， ２０１９ 年达到峰值，为 １６６９ ９４ 万人次，比 ２０１８ 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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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２５％。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受疫情影响游客人数有所下降。 根据这些数据，可设置几种游客量的控

制值，并依此推算原住居民的生态阈值和人数上限值，以供国家公园管理者作为决策时参考。 具体

的测算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武夷山国家公园原住居民生态阈值和人数上限测算结果

年游客人数
控制值

Ｖｙ（万人次）

游客平均
滞留人数
ｖ （人）

游客生态
足迹

ｖｆｖ（ｈｍ２）

原住居民
生态阈值
Ｆ （ｈｍ２）

原住居民
人数上限
ｐＨ（人）

３０％生态盈余的
原住居民
人数（人）

１５００ ９９７７ ３９０６ ００ ２９７６０ ９４ ６９８３ ４８８８
１６００ １０６４２ ４１６６ ３４ ２９５００ ６０ ６９２２ ４８４５
１７００ １１３０７ ４４２６ ６９ ２９２４０ ２５ ６８６１ ４８０２
１８００ １１９７２ ４６８７ ０４ ２８９７９ ９０ ６８００ ４７６０
１９００ １２６３７ ４９４７ ３９ ２８７１９ ５５ ６７３９ ４７１７
２０００ １３３０２ ５２０７ ７３ ２８４５９ ２１ ６６７８ ４６７４

　 　 由表 ４ 可见，随着年游客人数的增加（１５００ 万→２０００ 万人次），武夷山国家公园原住居民生态阈

值逐渐减小（２９７６０ ９４→２８４５９ ２１ ｈｍ２），原住居民人数上限值逐步下降（６９８３→６６７８ 人）。 当原住

居民人数达到上限时，国家公园一般利用区的生态盈余为 ０，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为此，表
４ 中列出了 ３０％生态盈余条件下的原住居民人数（４８８８→４６７４ 人）。 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一般利用

区内的原住居民人数为３３５２ 人，尚处于比较合理的范围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住居民人数会发

生变化，相关的监控和管理措施应始终跟进，不可放松。

五、理论提升：原住居民自然－文化守护的超循环模型

借鉴超循环经济理论［２８］，可以对以上定性和定量分析成果进行理论提升，构建原住居民在国家

公园自然与文化双重保护中的超循环模型（图 ２）。 在该模型中，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管
理者、原住居民和游客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嵌套多重回路的超循环系统。 对该超循环系统的运行

机制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规律。

图 ２　 原住居民自然－文化守护的超循环模型

１ 该模型中包含多重循环和超循环过程。 其中，基本循环包括管理者对原住居民进行约束 ／提
供补偿和就业→原住居民参与管理；管理者对游客进行约束 ／提供旅游服务→游客为公园提供旅游

收入。 含基本循环的一级超循环包括原住居民和管理者之间的基本循环→管理者对自然资源 ／文化

资源的保护→自然资源 ／文化资源为原住居民提供生存条件 ／文化滋养；游客和管理者之间的基本循

环→管理者对自然资源 ／文化资源的保护→自然资源 ／文化资源使游客身心愉悦 ／精神满足。 含一级

超循环的二级超循环包括原住居民、游客、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多重循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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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２ 该超循环系统中包含了资源链、生态链和价值链的相互催化作用，形成了系统的自组织机制。

例如，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为原住居民和游客提供的物质形态的供给，以及人类对这些资源的培育

和破坏作用就属于资源链作用；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为原住居民和游客的提供的生态和文化形态的

供给，以及人类（含原住居民、游客与管理者等）对这些资源的生态和文化的保护与破坏作用就属于

生态链作用；为资源链和生态链运行所提供的资金形态的作用，如旅游收益、生产收益、经济补偿等，
就属于价值链作用。 “三链”的相互作用和良性循环就会使得该系统从无序逐步走向有序，从低级逐

步走向高级阶段。
３ 在该超循环系统中，既有正向的作用，也有负向的作用，见图 ２ 中的（＋）和（－）符号。 只要充

分发挥多种正向超循环作用就能够有效克服负向影响，进而实现国家公园系统的自组织良性发展。
４ 原住居民在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双重保护系统中是一种最为关键的自组织因素。 图 ２ 中有 ９

条加粗箭头线，表示对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或破坏作用，其中与原住居民直接相关的就有 ５ 条作

用线，可见其突出的地位。 原住居民在自然－文化双重守护中具有突出的自组织性和能动性，既是管

理对象又是守护主体，将起到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六、结论与对策

根据以上定性和定量研究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研究结论与相应的对策建议。
１ 根据对原住居民在自然和文化守护中的现状和机理分析以及超循环模型可见，国家公园在非

核心保护区内容纳一定数量的原住居民有利于园区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协同保护。 因此要鼓励

原住居民参与公园管理，使之更好地为保护生态环境、守护和传承历史文化脉络发挥积极作用。
２ 根据图 １ 的分析框架可见，国家公园容纳原住居民的合理人数取决于其生态阈值的大小，而

生态阈值与生态承载力、原住居民和游客的生态足迹、游客人数等因素有关。 因此要加强国家公园

的科学管理，运用大数据技术等手段实施生态盈亏监控；积极保护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以提升其生

态承载力；同时要控制原住居民和游客数量，并规范各自的行为，以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消极

作用；原住居民人数既不能超过保持一定生态盈余的要求，也不能低于守护自然和文化资源的需要。
３ 根据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应用研究可见，生态足迹和生态阈值监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

本文提出的测算方法具有良好的有效性。 研究表明，武夷山一般利用区的生态承载力为 ３３６６６ ９４
ｈｍ２；原住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为 ４ ２６１４ ｈｍ２，其中毛竹生产经营的生态足迹最大，占 ６９ ３％，其次茶

叶经营占 ９ ６％；年游客人数控制在 １５００ 万 ～２０００ 万人次范围时，原住居民生态阈值为 ２８４５９ ２１ ～
２９７６０ ９４ ｈｍ２，在 ３０％生态盈余条件下原住居民人数应控制在 ４６７４ ～ ４８８８ 人。 因此，为降低生态足

迹应限制某些传统的经营方式（如毛竹生产），同时为传承历史文化应保留某些传统经营项目（如茶

文化传承）；原住居民和游客人数及其行为需同步和协调控制，以保证一定的生态盈余。
４ 由图 ２ 可见，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将对原住居民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在生活和生产区域上限制原住居民的居住和活动范围；在规定区域的人数上受到限制；在经济行为

上制约他们以自然资源利用为主的传统生计；在生活行为上限制现代化社区的建设，使其尽量保留

原生态的生活方式。 因此，需要对原住居民提供相应的补偿，在园区管理和生态旅游等方面提供新

的经济收入途径，使他们从自然和文化守护中获利，并更加热衷于这种双重守护的事业。
５ 同样由图 ２ 可见，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将对原住居民和全社会产生一些有利

的影响：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保护原住居民和全社会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提升游客的旅游质量；文
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传承中华文脉，提升国家公园的品牌形象和文化亮点，满足游客对获取中华历

史文化知识的需求，增强旅游体验感和精神满足度，并使原住居民获得文化滋养。 这些影响均可增

加公园和居民的旅游收入，并回馈自然和文化保护，形成良性的超循环经济体系。

８６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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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第 ５ 期 张智光，等　 国家公园原住居民的生态阈值及其守护作用


